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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逸周书》中的《祭公》是一篇西周文献，学者已经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1]2010年清华简《祭公》的公布，[2]不仅为学者提供了《祭公》较为原始的文本，而且为学者准确理解《祭公》的内容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下面笔者将清华简本与今本相结合，谈一谈对《祭公》性质的看法。

《祭公》记载了祭公与穆王的一次对话，这次对话可以从祭公与穆王两个角度分别进行理解。从祭公角度来理解，对话的性质是祭公对穆王的临终衷告，今本《逸周书》中该篇以“祭公”为题，清华简以及今本《缁衣》、郭店简《缁衣》、上博简《缁衣》所引该篇都以“祭公之顾命”为题，皆由此而来。从穆王角度来理解，对话的性质则是穆王向已是耄耋之年且病重在身的祭公征询意见，用文中的原话讲，就是“公其告予懿德”。

国王向国家宿老征询意见，在当时叫“乞言”，国家宿老的意见记录于册，则叫“惇史”。《礼记·内则》云：“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所谓惇史，就是“嘉言懿行录”。[3]

五帝时代渺茫无稽，夏商文献不足为征，姑且存在不论。西周时代的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都很丰富，能否从中找到西周国王向国家宿老“乞言”的史实，以及记录国家宿老言论的“惇史”呢？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没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笔者认为，《祭公》就是穆王向国家宿老祭公的“乞言”，其性质就是“惇史”。对此，我们毋需一句话一句话地进行解释、辨析，大家只要将《祭公》中穆王问话及其语气、祭公回话及其语气稍事体会，自然可以得出与我们相同的判断。

因为是穆王向祭公“乞言”，所以在祭公讲话结束后才有“王拜手稽首党言”的礼节。其中的“党言”，清华简《祭公》作“举言”。李学勤、沈建华二位先生认为二者义近，都是美言、善言的意思。[4]

国王向国家宿老拜谢善言的礼节在西周时代虽未必常见但却不是孤例。《尚书》中的《雒诰》记载了成王与周公的对话，在对话的第一节，当周公讲完作雒的理由与经过，成王表达了新邑落成君臣共享美好天命的愿望之后，紧接着有一句话，作“拜手稽首诲言”。对于这句话所关礼制，以及其中有些字词的含义，历来学者有不同解释，笔者认为伪孔传解作“成王尽礼致敬于周公，求教诲之言”最得其真谛。[5]

雒邑建成之后的政治形势是，东方叛乱已经平定，周家统治已经稳固，周公就班，成王亲政，然而刚刚亲政的成王年龄尚轻，行政经验不足，在许多方面仍然依仗德高望重的周公，因此周公教诲成王是职责所在，成王对周公的教诲拜手稽首也是自然而然。

《雒诰》是可靠的西周文献，其与《祭公》在周王向国家宿老拜谢教诲礼节上的前后一贯，证明西周确实存在养老、敬老的礼制。不过，从《礼记·内则》看，西周国王向国家宿老“乞言”的礼节可能不是周公制作，而是继承自传统。《尚书·皋陶谟》记载皋陶建言之后，“禹拜昌言”，其中的“昌言”与《祭公》中的“党言”，声同义通，都是美言的意思。[6]《皋陶谟》的记载虽然未必完全真实，但足以表明《祭公》、《雒诰》所载养老、敬老礼制渊源有自。

以前学者对于《祭公》的研究主要是从祭公角度着眼的，看到的是祭公的道德思想，看到的是西周中期的社会问题与危机。现在我们从穆王的角度来考察《祭公》，发现其学术价值除了上面的两点之外，还应该有三点：一是对于考察西周及其之前养老、敬老制度的价值，二是对于考察西周礼制的价值，三是对于考察“书”形成途径的价值。

前两点上文已经有所论及，在此笔者想对第三点多说几句。今本《逸周书》中的《芮良夫》、《大戒》，《尚书·商书》中的《微子》、《西伯戡黎》、《高宗肜日》，《尚书·虞夏书》中的《皋陶谟》等篇，可能都是国家宿老的讲话，尤其《高宗肜日》中“（祖己）乃训于王曰”一句话，显示的正是国家宿老讲话特有的姿态。由此我们似可推测，这些篇章的形成途径与《祭公》类似。

笔者希望《祭公》作为“惇史”的价值能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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